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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 

效率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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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使用我国 31个省份 2009—2016 年数据，实证分析金融发展与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以产业结构

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单门槛，以城镇化率和建设用地规模作为门槛变量时表现为双重门槛；经济发展处于中高级阶

段时，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的正效应更大；迄今为止，我国迈过高质量发展门槛的地区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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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非农产业发展的载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设用地资源投入有力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同时

也造成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偏低的问题。大量农用地和生态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产生许多生态环境问题。单纯依靠要素投入，

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广受诟病。 

“在新常态下走出一条改革发展新路”是中国国土资源管理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诸多学者围绕“如何提升建设用地利用

效率”展开了研究。在建设用地利用管理方面，提出要大力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政策（胡动刚等，2017）、城市更新政策（朱

一中和王韬，2019）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吴红蕾，2018）。在建设用地供给方面，认为应继续完善土地出让市场化、健全建设用

地二级市场（马克星等，2017）。在建设用地利用模式方面，探索具有发展权转移性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区域配置，如建设用

地增减挂钩（顾汉龙等，2015）、耕地异地代保（童菊儿等，2012）、复垦（折抵）指标制度（张蔚文和李学文，2011）和地票

交易（张鹏和刘春鑫，2010）等。 

金融运行和发展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发展绿色金融，推进资源全面节约。金融业

对经济活动和其他产业具有强大的渗透性，绿色金融能够引导资金流向节约资源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避免短期利益

造成的过度投机行为。国内外学者运用不同方法证实了金融发展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Greenwood 

et al.,2013；杨森和林爱梅，2019），但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影响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鉴于此，笔者试图从理论

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研究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以期为制定促进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的金融政策提供理论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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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资金投向不同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也不同。如图 1 所示，资金投向主要包括扩大经济规模、调整经济结构和推进技

术进步三个方面。根据增长要素特征反映经济发展阶段特征，可将经济发展分为生产要素推动、投资推动、创新推动和财富推

动四个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和企业推进经济发展的策略和手段有所不同，资金投向也会有所侧重，金融发展对建设

用地利用效率影响路径也表现出较大差异。 

 

图 1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路径机制图 

在经济发展初中级阶段，资金通常直接用于扩大经济规模。通过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做大经济规模是该阶段地方

政府的首要目标，要素驱动型为该阶段的重要特征。由于资本要素严重不足，地方政府倾向于“以土地谋发展”，通过提供大

量、廉价建设用地的方式招商引资，以廉价的土地替代其他生产要素，造成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低下，进而导致生态和环境问题

的恶化。此时，金融业通过货币流通和信用渠道为经济发展融通资金，这些资金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一定程度

缓解了资本要素不足的问题，弱化了地方政府“土地引资竞争”行为，提高了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增加

用地单位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促使更多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这不利于建设用地效率的提升。 

在经济发展的中高级阶段，资金投向逐步转向推进技术进步和引导产业结构调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

效益型转变和土地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国家对建设用地总量规模的管理日趋严格，地方政府开展“土地引资竞争”的外部

条件逐步消失，建设用地越来越成为经济规模扩张的制约因素，而更高效的生产技术和更合理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

用更加显著。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信贷资金的可得性越高，金融发展可通过多个路径推动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一方面，地方

政府对金融资本流向进行积极调整引导，通过向现代产业部门配置资源、引致企业的创新型投资、动员储蓄和减少交易成本等

方面的积极作用，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褚敏和靳涛，2013），减少污染企业比重。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企业通过增加技术研发投入的方式推进技术进步，促进传统第二产业向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转

型，刘颜等（2019）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相应门槛值后，其促

进作用更加明显。此外，合理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了人口的城镇化，实现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的有效集聚，形成“集聚效应”，

这些对建设用地的有效利用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经济发展中高级阶段，资金投向的变化使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

效率产生更大的正向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总体来看，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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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2：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表现为非线性特征。 

假设 3：在经济社会发展初中级阶段，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作用较小，甚至可能出现负向影响；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高级阶段，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较大。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说明 

（一）模型设定 

根据前述分析，我国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可能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门槛特征。为考察金融发

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门槛特征，借鉴 Hansen(1999）的研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分别以区域发展阶段指标作为门槛变

量，以金融发展水平（fin）为依赖变量，研究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eff）的门槛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如下： 

 

模型（1）为单门槛模型，模型（2）为双重门槛模型。其中，ind 表示门槛变量，具体为城镇化率、产业结构等区域发展阶

段指标；β0表示单一门槛时的门槛值，β1表示双重门槛的第一个门槛值，β2表示双重门槛的第二个门槛值；X表示控制变量集

合；α为模型回归系数，ε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建设用地利用效率（eff）。笔者认为建设用地不仅仅具有经济产出，还具有承载人口、解决就业等社

会效益，并产生废水、废气等负的环境效益，使用增加值指标不能全面反映建设用地利用的正面建设性和负面破坏性。为全面

考虑建设用地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准确衡量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笔者利用 DEA-SOLVERPro5.0 软件中的 SBM-I-C 模型，计算

建设用地利用的相对效率作为因变量，具体的投入产出指标如表 1所示。 

表 1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评价投入产出指标 

指标类别 指标名称 指标说明 

投入指标 建设用地规模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面积（公顷） 

产出指标 

社会产出 
年末人口数（万人） 

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万人） 

经济产出 二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环境产出 
废水排放量（万吨） 

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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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粉尘排放量（万吨） 

 

2.核心解释变量 

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金融发展（fin），使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当年名义 GDP 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该

指标越大表明区域金融发展越强。 

3.控制变量 

借鉴卢新海等（2016）的研究，从政策因素、发展因素、规模因素、结构因素 4个方面选取控制变量。 

(1）政策因素。选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度量指标，选择平均每万人中普通本

专科在校生人数衡量人力资本水平，选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对外开放度的度量指标。 

(2）发展因素。根据卢新海等（2016）的研究，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整体水平（dev）的衡量指标。 

(3）规模因素。由于我国各区域行政面积差异巨大，导致各地区建设用地资源总量差距悬殊，故选择区域内建设用地总量

与区域总面积的比值衡量地区建设用地规模（sca）。 

(4）结构因素。区域结构因素指标主要包括产业结构（str）和人口结构（urb），两个指标的动态调整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改

变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方式和强度，进而影响总体利用效率。选择非农产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以户籍城镇

化水平衡量人口结构。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各地区城镇村及工矿用地规模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

鉴》，各地区生产总值、二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普通本专科学生情况、进出口贸易总额、

户籍城镇化、年末人口数、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烟粉尘排放量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来

源于各地区统计年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等按可比价格换算处理为 2009年价格水平。为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和可比性，对数值

为绝对量的变量取自然对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 2变量相关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变量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ff 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248 0.5135 0.1762 0.2074 1.0000 

fin 金融发展 248 1.2384 0.4297 0.5627 2.6477 

ope 对外开放度 248 0.2849 0.3361 0.0319 1.5482 

inv 物质资本投入 248 0.7677 0.2286 0.2398 1.3861 

lnhum 人力资本投入 248 5.1649 0.3389 4.3639 7.6586 

lndev 区域发展 248 10.4676 0.4798 9.303 11.6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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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 区域建设用地规模 248 0.0983 0.0994 0.0011 0.4866 

str 产业结构 248 0.8954 0.052 0.7206 0.9961 

urb 城镇化率 248 0.5379 0.1395 0.223 0.896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门槛效应检验 

在进行门槛分析之前，应首先检验门槛效应是否存在以及可能存在的门槛数。根据前述理论分析，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

用效率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存在差异。社会经济发展结构因素可有效衡量不同发展阶段，其中产业结构（str）能够表示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城镇化率（urb）能够表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以一定规模的建设用地为支撑，

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其建设用地规模相对越大，因此可以用建设用地规模（sca）表示经济社会总体所处的不同

阶段。 

研究分别以区域产业结构（str）、城镇化率（urb）和建设用地规模（sca）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实证检验。设定的 bootstrap

自举抽样次数为 300 次，根据得出的 F统计量和对应的 p值，判断模型存在的门槛个数。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门槛效应检验结果 

门槛变量 门槛个数 门槛估计值 F值 P 值 

产业结构(str) 
单门槛 0.9867* 45.96 0.0867 

双重门槛 0.9912 21.16 0.3933 

城镇化率(urb) 

单门槛 0.8760*** 69.22 0.0033 

双重门槛 0.8155** 44.21 0.0300 

三重门槛 0.3381 28.57 0.2367 

建设用地规模(sca) 

单门槛 0.0335** 78.26 0.0200 

双重门槛 0.3411*** 55.59 0.0033 

三重门槛 0.2109 22.26 0.2867 

 

注：*、**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下同） 

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以产业结构（str）作为门槛变量时，其单门槛 F 值统计量为 45.96，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即通过单门槛检验，而双重门槛 F 值统计量为 21.16，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城镇化率（urb）作

为门槛变量时，其单门槛 F 值统计量为 69.22，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通过单门槛检验，双重门槛检验的 F 值统计量

为 44.21，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三重门槛 F 值统计量为 28.57，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建设用地规模（sca）作

为门槛变量时，其单门槛 F 值统计量为 78.26，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进而进行双重门槛检验，双重门槛检验的 F 值

统计量为 55.59，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而三重门槛检验 F值统计量为 22.26，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完成门槛效应检验后，对具体的门槛值进行识别，识别结果见表 3 和图 2 至图 6。产业结构（str）作为门槛变量时的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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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值为 0.9867，城镇化率（urb）作为门槛变量时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 0.8155 和 0.8760，建设用地规模（sca）作为门槛变量

时的两个门槛值 0.0335 和 0.3411。 

 

图 2产业结构门槛值似然比（LR）趋势图 

 

图 3城镇化门槛值 1似然比（LR）趋势图 

 

图 4城镇化门槛值 2似然比（LR）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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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区域建设用地规模门槛值 1似然比（LR）趋势图 

 

图 6区域建设用地规模门槛值 2似然比（LR）趋势图 

由图 2 至图 6 可以看出，识别出的门槛值都在似然比值下方，门槛值估计准确。门槛值的存在表明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

用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假设 2得以验证。 

（二）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为检验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总体状况，对比总体水平与不同发展阶段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第二列报告了线性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由于每个省的情况差别较大，并且可能存在不随时间而变的遗漏变量，故选择了

固定效应模型，豪斯曼检验结果也支持回归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第三列至第五列为考虑门槛效应之后的模型估计结果。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总体上，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作用系数为 0.0160，即当

金融发展水平提升 1%时，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可以提升 0.0160%，研究假设 1得到初步验证。 

门槛模型估计结果（1）显示，不同产业结构下，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当非农产业增

加值的比重低于门槛值 0.9867 时，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的作用系数为 0.0153。当非农产业增加值的比重高于门槛

值 0.9867时，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的作用系数增大为 0.0503。从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动态变化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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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可以看出，北京市和上海市在 2009 年之前已经迈过了门槛，天津市在 2012 年迈过了门槛。而其他 28 个省份产业结构小于

0.9867，均未迈过门槛。 

门槛模型估计结果（2）显示，在城镇化水平较低时，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较小的正向效应，随着城镇

化水平提升，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增强，而当城镇化水平达到非常高水平以后，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

效率提升的作用显著为负。当城镇化率低于门槛值 0.8155 时，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的作用系数为0.0109；当城镇

化率在门槛值 0.8155～0.8760 之间时，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的作用系数增大为 0.0420；当城镇化率大于门槛值

0.8760时，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的作用系数为-0.0791。从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动态变化趋势可以

看出，北京市在 2009 年之前已经迈过第一个门槛，天津市在 2012 年迈过第一个门槛，上海市已经跨过第二个门槛，进入金融

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负向作用阶段，而其他 28个省份产业结构小于 0.8155，还未迈过门槛，城镇化水平还具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门槛模型估计结果（3）显示，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表现为“正—负—正”的 N型趋势。当建设

用地规模（sca）在第一个区间，即 sca小于 0.0335时，作用系数为 0.0205；当建设用地规模（sca）在第二个区间，即 sca 大

于 0.0335且小于0.3411 时，作用系数为-0.0187；当建设用地规模（sca）在第三个区间，即 sca 大于 0.3411时，作用系数为

0.0146。从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影响的动态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除西藏处于第一区间，上海在 2009年前、天津在 2013

年后进入第三区间外，其他地区均处于第二区间。第二区间包含了我国 28个省区市，在这个区间内，资金、土地、劳动力大量

投入带动经济发展，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未能达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 

门槛模型估计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设 3。此外，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投入（inv）和人力资本投入（lnhum）

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的影响为负，说明现阶段整体上还存在较严重的“土地招商”，物质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没有实

现对建设用地资源的有效替代，发展的建设用地代价过高。区域发展（lndev）与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其建设用地经济产出较高，但同时带来的废水、废气等非意愿产出，降低了建设用地利用的整体效率

水平。对外开放程度（ope）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的影响作用为负，我国对外贸易中，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占绝对份额，第

二产业是出口的主要部门，许多地区可能形成对现有产业结构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对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起反作用（马克星，2018）。 

（三）稳健性检验 1 

回归结果并未处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若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为了得到更为稳健的估计结果，使用

了工具变量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蔡兴（2019）等的研究，选择常规的处理方法，

即以金融发展变量（fin）的一阶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再估计。使用一阶滞后项进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所述结果基本

一致，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证明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利用 2009—2016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产业结构、城镇化率和建设用地规模衡量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作为门槛变

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我国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对建

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金融发展与建设用地效率提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第二，从产业结构看，我国

金融发展与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存在单门槛效应，其门槛值为 0.9867；从城镇化水平和建设用地规模来看，我国金融发展与

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门槛值依次为 0.8155 和 0.8760、0.0335 和 0.3411。第三，不同门槛区间，金融

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果差异较大。当产业结构和城镇化发展进入较高阶段后，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

的作用更加明显；而当建设用地进入快速扩张阶段时，金融发展降低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第四，目前为止，我国迈过高质量发

展门槛的省区市较少。31 个省份中，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时，处于金融发展较大促进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阶段的只有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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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上海市和天津市；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时，处于金融发展较大促进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阶段的为北京市和天津市；以

建设用地规模为门槛变量时，28个省份处于金融发展不利于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升的阶段。 

以上结论表明，当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并迈过门槛后，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集聚效应

效果显著，金融发展促进建设用地效率提升，但过度城镇化也会带来负向影响。而当一个地区的建设用地规模过大影响地区发

展后，地方政府会控制建设用地投入，金融发展将更多投向于土地资源节约型的产业发展和技术研发。因此，各省区市应根据

所处发展阶段，顺应发展趋势，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第一，积极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

充分发挥城市人口、产业集聚带来的集聚经济效应。第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扩大第三产业规模，

改造传统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结构。第三，进一步落实建设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政策，通过提高建

设用地管理要求的方式，缩小建设用地规模门槛第二区间范围，以此倒逼金融发展在相对较小的建设用地规模时将资金投向产

业结构调整和新技术研发，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第四，采取差异化的金融调控政策，迈过高质量发展门槛的地区，充分发

挥金融发展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而在其他占大多数的未迈过高质量发展门槛的地区，应减少其他变量因素的束缚，

在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发展方面寻求迈过门槛的路径和方法，在建设用地规模方面严控建设用地总量，探索降低建设用地门

槛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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